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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EKC）是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假设，认

为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发展先逐渐增加，在经济发展达到

一定程度后逐渐减少，两者最终呈现出倒 U 形关系，倒

U 形的顶点为拐点。如果该假设始终成立，那么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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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的抉

择困境将不复存在。然而，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使得

污染物排放量存在在拐点出现之前就已经突破承载力上

限，造成环境不可逆性破坏的风险。因此，需要政府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时时把握环境污染的状况，推动 EKC 拐

点尽早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在

地域小省、资源小省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经济大省。然

而，与经济高产出相伴随的是成本的高投入、能源的高

消耗以及污染的高排放。近年来，浙江环境污染日渐加

重，因环境问题还引发了大量环境纠纷和群体性事件，

威胁社会稳定。为此，浙江省政府积极采取行动，不断

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浙江省环境

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具体

展现浙江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检验

在已有环境治理下各项污染物的 EKC 拐点是否出现，以

期推动浙江省更好地开展环境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双赢。

1  EKC 研究回顾

Grossman 和 Krueger 最早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

系做了实证研究，发现 SO2 和烟尘的浓度在收入水平较

低时随人均 GDP 增长而增加，而在收入水平较高时随人

均 GDP 增长而降低 [1]。随后，1992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

告也证明环境质量与 GDP 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 [2]。

由于这种关系与 Kuznets1955 年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类似，因此，Panayotou 将其定义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3]。

然而，EKC 仅仅是一种假设而非定律。虽然有大

量研究支持 EKC 假设，例如，Selden 和 Song 利用全

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数据研究发现悬浮颗粒物

质、SO2、NOx 和 CO 四种大气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均

与 人 均 GDP 呈 倒 U 形 关 系 [4]；Ahmed 和 Long 利 用

1971—2008 年巴基斯坦的环境和经济数据，发现无论

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CO2 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呈

倒 U 形关系 [5]。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并非都符合 EKC 假设，还存在线形、U
形、N 形等多种可能。例如，王志华采用北京市 1990—

2004 年的序列数据，得出北京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 GDP 呈 N 形关系 [6]；李彦明

基于 1986—2004 年南京环境和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南京

市工业废水排放量 EKC 为 N 形，工业废气排放量 EKC
为倒 N 形，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经济发展线性 
同步 [7]。

基于 EKC 实证检验结果，为了更好地理解 EKC
假设，学者们也对 EKC 驱动因子进行了具体探究。其

中，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最早被提出并获得

普遍认同。规模效应认为在经济活动性质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投入产出比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规模的扩

大必然会导致污染物产出的增加 [8]。结构效应指出，当

经济发展由初级阶段依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和高级阶

段时，产业结构首先从农业转变为高污染的工业，而

后升级为第三产业，由此带来污染物排放量的先增后

减。而技术效应反映的则是技术进步使得投入产出效率

提高或者以清洁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从而减少污染物排

放 [9]。其中，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能克服规模效应，使

EKC 曲线向下降趋势发展 [10]。此外，国际贸易、收入

分配、政府规制也被认为是 EKC 的影响因素。国际贸

易说认为出口国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来生产供出口的产

品，因而污染排放更多；而进口国因为产品进口，生产

能耗低，因而污染排放更少 [11]。收入分配说认为当且仅

当经济发展而收入差距未扩大的情况下，EKC 才会呈现

出下降趋势 [12]，并由此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程度相同的

国家环境退化程度不同 [13]。政府管制说认为政府的环境

监管对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当经济增长时，公众的环境

意识觉醒，对清洁环境的要求提高，政府作为回应，加

强环境监管，推动环境质量改善。除上述效应外，也

有学者认为 EKC 拐点背后表征的是环境治理、环境监

管、环境意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方法有时不

具有完全可比性。因此，要认真和慎重对待 EKC 曲线的 
使用 [14]。

综上所述，不同地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

平、收入分配、政府规制等各不相同，因而最终呈现出

的 EKC 状态也会有所差异。想要判断某个地区环境污染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实证检验，无法从现

有研究的推论中获得准确答案。

2  变量与模型解释

2.1  变量选取

由于不同污染物呈现的 EKC 结果并不一致，因此

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选取包含不同发展

阶段时间跨度内的多项环境指标进行检验，才能使结果

能够较为客观和全面地揭示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以 1991—2014 年为时间跨度，

具体选取浙江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 t）、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 m3）、工业 SO2 排放量

（t）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 t）五项指标作为环境

变量，反映浙江省环境污染状况；选取 GDP（亿元）作

为经济变量，反映全省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

以人口为基数，计算获得历年污染物人均排放量（产生

量）和人均 GDP。上述六项指标（见表 1）在 1991—

2004 年均可以在《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

《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中获得数据。而人口数则根据

公式“（上年末人口 + 本年末人口）/2”计算得出。历年

年末人口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从 1991—

2014 年，浙江人均 GDP 跨越了 400～10 000 美元，贯

穿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实现了从欠发达到中等发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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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表1  环境变量与经济变量

变量 
类别

变量指标 人均变量情况

环境变

量（S）

工业废水排放量 / 万 t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kg/ 人）

生活污水排放量 / 万 t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 （kg/ 人）

工业废气排放量 / 亿标 m3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 / （标 m3/
人）

工业 SO2 排放量 / t 人均工业SO2 排放量 / （kg /人）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
万 t

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 
（kg / 人）

经济变

量（G）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 人）

2.2  模型构建

为了得到浙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净效应，本文

略过环境规制、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因子，选择

建立污染排放量和人均 GDP 的简化形式方程。简化方

程采用二次方程形式，以检验浙江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 EKC 倒 U 形假设。具体模型如下

所示：

3  浙江 EKC检验结果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本文利用 Stata 软件对各项环境

指标与人均 GDP 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工业废

水、工业废气、工业 SO2 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产

生量均符合 EKC 假设。四项指标模型拟合后的 F 值均为

显著，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0.785、0.974、0.975 和 0.657，

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此外，一次项系数均为正值，二

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且 T 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表明人均

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 SO2 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

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 GDP 之间均呈倒 U 形关系。四者

具体的 EKC 曲线如图 1 至图 4 所示。而生活污水排放量

与 EKC 假设并不相符。虽然模型 F 值为显著，调整后的

R2 为 0.973，表明拟合程度也很高，但一次项系数和二次

项系数均为正值，因此，呈现出的是正 U 形而非倒 U 形

关系。考虑到二次项系数 T 检验结果并不显著，本文改

对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和人均 GDP 做线性回归处理，其

结果如表 2 中“生活污水 L”所示，F 值显著，调整后

的 R2 值仅有 0.003 的下降，回归系数为正值且 T 检验结

果显著，表明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 GDP 之间呈单

调递增的线性关系。其关系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1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

图2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

表2  浙江省环境变量与人均GDP拟合结果

环境变量

模型参数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气 工业固废 工业 SO2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L

α 19 295.288 2 748.245 104.089 8.035 10 486.182 10 486.18

β1
0.980

（8.91*）

0.982
（11.17*）

0.020
（13.73*）

0.0004
（6.77*）

0.379
（5.13*）

0.510
（26.67*）

β2
–1.202×10-5

（-8.01*）

–5.025×10-6

（–4.19*）

–1.377×10-7

（–6.85*）

–5.131×10-9

（–6.67*）

1.84×10-6

（1.83）

F 值 43.05* 435.14* 447.88* 23.00* 396.78* 711.22*

调整后的 R2 0.785 0.974 0.975 0.657 0.973 0.970

转折点 40 765 97 711 72 622 37 205

注：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 T 值，“*”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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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

图4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

图5  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

结合拐点具体来看，浙江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已经

越过拐点，目前处于下降阶段。回归方程求解得出转折

点对应人均 GDP 为 40 765 元 / 人，但结合散点图看，实

际拐点出现在 2010 年，人均 GDP 为 51 711 元 / 人，按

当年平均汇率折合约 7639 美元 / 人。工业废气排放量尚

处于倒 U 形左侧阶段，随人均 GDP 的增长而增加，从

现有数据估计，当人均 GDP 达到 97 711 元 / 人左右时

会迎来拐点。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回归模型显示转折

点刚刚出现，为人均 GDP 72 622 元 / 人，介于浙江省

2013 年人均 GDP（68 805 元 / 人）和 2014 年人均 GDP 
（73 002 元 / 人）之间。现有数据显示，2014 年人均工

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历史最高点，然而，由于未来数

据不确定，无法判定 2014 年就是实际的拐点。人均工业

SO2 排放量亦已越过拐点，回归方程求解得出转折点对应

人均 GDP 为 37 205 元 / 人，然而，结合散点图看，实际

拐点出现在 2005 年，当年人均 GDP 为 27 062 元 / 人，按

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 3304 美元 / 人。人均生活污水排放

量与人均 GDP 为线性关系，并不存在拐点一说。考虑到

工业废水排放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的不同走势，将两者进

行对比发现，自 2011 年起，浙江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超过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全省废水的主要来源（图 6）。

 图6  浙江省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对比图a

4  浙江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影响因子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因

素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外贸易、收

入分配、政府规制、公众需求等。考虑到对外贸易主要

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规模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收

入分配则是通过影响公众对环境的需求进而影响政府行

为，最终影响污染物的排放，而政府作为环境这一公共

物品的提供者，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规制，

还包括具体的治理行为，故本文总结得出以下四项影响

因子：规模因子、产业因子、技术因子和政府治理因子。

4.1  规模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在地域小省、

资源小省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经济大省。1992 年浙江省

GDP 突破 1000 亿元，1999 年突破 5000 亿元，2004 年

突破 10 000 亿元，2014 年达到 40 173 亿元，居全国第 4
位。在此期间，浙江工业企业扩张迅速，2004 年至 201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从 41 357 个增长至 64 364
个，平均年增长近 4000 个。与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相伴的

是投入的大幅增长。以能源投入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浙江省能源消费量快速增加（图 7）。1991 年全省能

源消费量为 3123 万吨标准煤，2004 年突破 10 000 万吨，

2008 年突破 15 000 万吨，2014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

18 826 万吨。环境污染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浙江经济

活动高投入带来经济高产出的同时，也造成工业“三废”

等环境污染物的高产。

a 生活污水排放量折线的断裂点是由于 1996 年浙江生活污水排放 量数值缺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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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业因子

浙江工业化进程推进快速，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

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产业一直居于主

体地位，使得环境污染日渐加重。近年来，第二产比重

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4 年三产比重首次超

过二产，使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为“三二一”型。服

务业、信息业等第三产业污染排放少，相对于污染物排

放量大的第二产业来说属于清洁产业。因此，二产和三

产比重此消彼长的变化，为全省环境保护工作释放出了

利好消息，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或在 2014 年到达拐点。

此外，浙江省工业废物的排放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此三行业废水排放量占工业废水

排放总量的 70% 以上。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产生主

要来源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该行业工业废气

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占全省总量的 40%～50%。

工业 SO2 同样主要来源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007 年该行业排放量为全省排放总量的 64.6%。

从污染物排放量看，关键行业的节能减排为浙江全

省污染物减排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出现拐点的工业

废水和工业 SO2 为例，2010 年起，纺织业、造纸及纸制

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三大行业的废水排放

量开始逐年减少。截至 2014 年，纺织业废水排放量减少

20%，造纸及纸制品业废水排放量减少 34.7%，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废水排放量减少 26.8%，有力地推动

了浙江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削减。而 2007 年至 2014 年，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工业 SO2 排放量减少了 28 万

吨，与全省工业 SO2 削减量相当，在全省工业 SO2 减排

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3  技术因子

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改变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比，从

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长期以来，浙江省高度重视科技，

积极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2012 年，浙江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占 GDP 比重突破 2 个百分点，标志着地区发展进

入创新驱动阶段。具体到生态科技方面，水污染防治与水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技术、高效节能

技术、再生资源利用技术、火电厂烟气脱硝技术等

的发展和应用从降低经济投入和减少污染产出两方

面推动环境保护。以能源利用为例，一方面，科技

的进步促进浙江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2006 年以

来，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以每年 6% 左

右的速度逐年下降（图 8）。到了 2014 年，全省能源

消费弹性系数为0.13，万元GDP能耗为0.5吨标准煤，

创历史新低。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更使浙江能源

结构逐步优化。2015 年全省清洁能源利用率为 21%，

比 2010 年提高 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创新科技的

利用直接减少浙江能源消费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如

火电厂烟气脱硝技术的应用减少排放氮氧化物。2014
年，浙江建成全国首台超低排放机组，以多种污染物高效

协同脱除技术打破过去燃煤机组单独使用脱硫、脱硝、除

尘装置的传统烟气处理格局，使煤电减排工作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虽然，从工业废气排放情况来看，现有技

术效应还未能完全克服规模效应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

科技的进步有利于促进工业废气排放量拐点早日出现。

图8  2006—201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幅

4.4  政府治理因子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加重，公众环境诉求持续上涨，

浙江省政府不断加强环境管制，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执法促进环境问题的改善，先后颁布《浙江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03 年通过，2016 年修订）、《浙江省固体废

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06 年通过，2013 年修订）、

《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2006 年发布，2010 年、

2011 年、2014 年修订）、《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08
年通过，2013 年修订）、《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

（2010 年通过）等系列规定，以法律法规引导各单位节

能减排。与此同时，政府加强环境执法，对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坚持高压态、零容忍。2014 年，浙江立案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9916 件，行政罚款 4.73 亿元，向公安机关

移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1036 起，行政拘留 541 人，刑事

拘留 1464 人。强有力的环境监管提高了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的成本，打破了过去“污染—处罚—再污染”的恶性

循环，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政府不断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2010 年

图7  1991—2014年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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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浙江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大幅上涨，2014 年达

675 944.4 万元，比 2010 年翻了近 5 番。由此带来工业

污染物处理能力的增加。以废水处理能力为例，2011 年，

浙江废水治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 1421.7 万 t/d，比 2010
年新增 156.7 万 t/d，推动全省水环境的改善。

5  结论与建议

（1）对浙江省 1991—2014 年经济变量与环境变量的

分析表明，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 SO2 排放量和工

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均符合 EKC 假设，其中工业 SO2、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呈明显的倒 U 形，分别于 2005
年（人均 GDP 为 27 062 元 / 人）与 2010 年（人均 GDP
为 51 711 元 / 人）达到拐点，目前处于下降阶段。工业

人均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人均产生量尚处于倒

U 形左侧上升阶段，其中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接近拐

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拐点尚未出现。而生活污水排放

量与 EKC 假设并不相符，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

GDP 呈单调递增的线形关系。

（2）规模因子、产业因子、技术因子和政府治理因

子是影响浙江 EKC 走势的重要因素。其中，规模因子导

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呈正向关系，而产业因子、技术

因子和政府治理因子有利于促进两者关系朝相反方向发

展。因此，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

技创新，加强政府治理以克服规模效应，从而实现环境

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转折。虽然当前浙江对于工业废

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污水三者的作用还未能实现

对规模效应的克服，但随着这三方面因子作用的强化，

未来浙江环境保护工作将呈现出更好的结果。

（3）EKC 影响因子表明，环境保护涉及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公众等多方主体。其中政府处于核心位

置，公众诉求影响政府行为，而政府又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政府作为监管者，通过政策法规引导企业投资和

生产活动，激励研究机构的创新研发，进而影响产业结

构和环保科技水平；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环境这一公共

物品的提供者，直接作用于污染物，减少污染物对环境

造成的压力。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政府充分发

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积极履行自身环保责

任，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其他主体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要

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强环境执法，以更高的要

求和标准推动企事业单位进行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调整；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以公众满

意度倒逼，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强化政府监管责任，从

而使政府、市场和社会成为紧密联系的环境保护共同体，

促进全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

（4）就具体污染物治理而言，浙江省工业废物的排

放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纺织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工业废

气、工业 SO2 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这表明，治理工业废弃物，关键需要

做好上述行业的减排工作。而在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

还应当关注其他污染源的治理。当前浙江生活污水排放

量已经远超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废水的主要来源。因

此，仅仅关注工业废水的治理已经无法满足治水的整体

要求。促进生活污水排放量早日越过 EKC 拐点应当成为

浙江省今后治水工作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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